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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瑗 经 学 的 核 心 思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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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胡瑗既是著名的教育家，又是出色的经学家。 仔细阅读胡瑗的经学著作后会发现，有些思想是一以贯之

的，这其实就是胡瑗的核心思想。 其核心思想可概括为四个方面：重性情、重民本、重中庸、重共治。 这些思想不仅

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如针对佛老的挑战、李翱的“灭情”说等），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理学家的继承。
关键词：经学；性情；中庸；民本；共治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０７－０１１４－０７

　 　 胡瑗（９９３—１０５９），宋代著名的教育家，其所创

建的“明体达用”之学，为宋朝培养了大批人才，影
响深远，故受到了皇帝、大臣的高度赞誉，如文天祥

曰“经义治事，深究体用”①。 学界对此进行了相当

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大批成果。 但实际上，他也是

出色的经学家，有《周易口义》 《中庸义》 《洪范口

义》《尚书全解》 《春秋要义》 《春秋口义》等经学著

作。②遗憾的是，只有前面三部著作较完整地保留了

下来。③最近 ３０ 年来，学术界对胡瑗的经学也展开

了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这些成果可分为两类：一
是对某部经典的研究，其中《周易口义》最多④，其
次是《中庸义》《春秋要义》或《春秋口义》⑤；二是对

胡瑗经学思想的整体研究⑥。 纵观这些研究成果，
呈现出两个特点：其一，对某部经典展开的研究落脚

点在于该经典，此固然能够深入探讨，但缺少整体的

眼光，因而对不同经典思想的异同点往往都忽视了。
其二，整体上的研究往往存在顾此失彼及对问题的

研究不深入等方面的不足。 如有些文章谈到了心性

论而遗失了中庸论，或者谈到了民本思想而又未涉

及心性论等。 仔细阅读胡瑗的经学著作后会发现，
有些思想贯穿于各著作中，这其实就是胡瑗的核心

思想。 若不对其进行分析，就无法对其经学思想进

行整体、全面而准确的把握。 其核心思想可概括为

四个方面：重性情、重民本、重中庸、重共治。

一、重性情

胡瑗的学生徐积（１０２８—１１０３）说：“安定说《中
庸》，始于情性。”⑦ 《中庸》开篇便云“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郑玄、孔颖达及理学家

在解释《中庸》时，往往都是始于“性、道、教”的，故
而徐积之言并不稀奇。 然而，通读现存的胡瑗经学

著作会发现，虽然他对《洪范》《周易》的解释并不始

于“情性”，但性情思想是贯穿其中的。 究其原因在

于，安定以此作为成圣成贤和推行王道的基础。
首先，肯定“情”的正当性，并以此作为执政的

基础。 胡瑗释《中庸》 “道不远人”曰：“此言忠恕之

道，不远于人情……至于好安佚恶危殆，趋欢乐恶死

亡，是人情不相远也，故忠恕之为道，不远于人

情。”⑧又说，“夫人情莫不欲饱煖而恶其饥寒……
人情莫不欲安平而恶其劳苦。 是故，圣人以己之心

推天下之心，亿兆之众，深情厚貌，皆可以见矣”⑨，
“夫好者天下所同好也，恶者天下所同恶也……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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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均其好恶，酌中道而治天下”⑩。 在此，胡瑗表

达了三层含义：第一，人之情皆在于趋利避害，求好

恶坏；第二，圣人有情，且其情与凡人同；第三，圣人

以己之情推他人之情，故而能感同身受，进而同其好

恶，以此治天下。 这里既有孔子“推己及人”、孟
子“与民同乐”的思想，又有荀子“今人之性，饥而

欲饱，寒而欲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的思想。
经过这一分析，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重复或综合了

先秦儒家的思想，并无创新之处，但其实这在当时具

有很重要的意义。 那就是先秦儒家所主张的性情一

致或肯定“情”的观点，在汉唐时演变为两者对立，
甚至出现了“灭情”的主张。 胡瑗之说对此进行了

纠正。
儒士对性情的看法，秦汉以后发生了较大的转

变。 先秦的儒者都是重视“情”的。 如孟子一方面

对“性”与“情”做了明确的区分，他说：“口之于味

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

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这些生理

欲望与情感，虽也是生而具有的，但君子不把它当作

“性”，真正的“性”乃是“四心”。 另一方面孟子不

反对“情”，如曰“好色，人之所欲也” “男女居室，人
之大伦也”。 同时孟子还主张道德与情感的统一，
故曰“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荀子把

生而具有的本性称之为“性”，“情”是“性”的一个

具体内容，且是不可去除的，“性者，天之就也；情
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 情欲在现实生活

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尽可能地追求好的，如追求美

味、美声、美女等皆是天生具有的本性，且是人人

皆具有的（“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若人皆

任性，那么必然会导致严重后果，轻则道德礼仪丧

失，重则发生暴乱，因此荀子称“性”为“恶”。 避

免方法是用礼义对其进行节制，正所谓“欲虽不可

去，求可节也”。 虽然孟、荀对“性”的看法不同，
但皆认为人性是平等的，且也肯定正当的“情”，或
者说主张性情相统一。

性情对立及人性不平等的主张，始于董仲舒。
在“性”上，董氏主张三品论，圣人全善，愚人全恶；
在“性情”上，董氏主张两者相对，性善情恶。这一

思想在唐代得到了李翱的批判继承。 李翱一方面坚

决否定性三品论的不平等人性论，另一方面则认为

性、情相对立，主张“灭情复性”。 李翱说，“百姓之

性与圣人之性，弗差也”，又说，“妄情灭息，本性清

明，周流六虚，所以谓之能复其性也”。 李翱“邪

情”“灭情”的思想是对先秦儒家思想的背离。 因

此，胡瑗以“情”作为治理天下的基础之一，不仅批

判了李翱的“灭情”说，恢复了先秦儒家的主张，而
且为治理天下找到一个稳固的、可行的基础。

其次，初步构建了性二元论的模式，论证成圣成

贤的基础。 李翱肯定了人性之善与平等，这其实就

对人成为圣贤之可能做了明确的回答，而“灭情”则
是通往圣贤的必经之途。 但这一途径在许多儒士看

来却“不合法”，因为他们不会同意其“邪情”的主

张，胡瑗也是如此。 不过，对于自小便“以圣贤自期

许”的胡瑗来说，却为之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攻
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从理论上论

证成为圣贤的可能与必然。 他说，“性之善，非独圣

贤有之也，天下至愚之人皆有之”。 既然人皆有善

性，为何圣人很少或人为何有恶呢？ 胡瑗认为，圣人

虽然与众人一样皆有善性，但由于他们之间存有禀

气厚、薄之差异（“性者，五常之性，圣人得天之全

性，众人则禀赋有厚薄”），又加上趋利避害的人

情和物诱的共同作用，得天之全性的圣人能自觉地

控制情（“性其情”）和抵制外物的引诱，自然不会有

恶，而禀气之偏、薄的常人则不能，于是正当的情就

会变成邪情，最终 “以情而乱其性，以至流恶之

深”。 圣人之性与众人同之论与李翱一样，肯定了

人成为圣贤的可能；但在对“恶”产生原因的分析

上，两人根本不同，胡认为“恶”之发生根本不是因

为“邪情”，而主要是存在禀气厚薄的差异，从而导

致常人无法像圣人那样控制情。 这种模式与后来理

学家所建构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模式极

其相似，故可说开启了性二元论的先河。
既然“恶”产生之因如此，那么“复性”之方也就

大不相同了。 胡瑗提出了两种方法。 其一，治心明

性。 “惟大贤君子，为能治心明性，知其有不善而速

改之，不能形于外……以至由小贤至于大贤，由大贤

至于圣人。”“明性”就是使众人知晓性本善，“治
心”是指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积小善

成大善。 其二，“节情抑邪”。 “夫人之情，目之于

色，耳之于声，口之于味，鼻之于臭，四体之于安逸，
必得礼以节制之，然后所为适中，动作合度而放僻之

心无自入矣。”“节情”就是以“礼”来控制人的情

感欲望，使之不成为“邪情”。 如果通过上述的方法

达到了“天性之全”，那么自然就能够把天下治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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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因为“性全”与“治天下”有必然的联系，胡瑗

说，“惟是圣人得天地之全性……及发于外也，可以

措天下之用，兴天下之利”，“圣人治天下，当大立

其大中之道而后可……夫王者，由五常之性取中而

后行者也”。

二、重民本

成为圣贤并非是士人的终极追求，士人的最终

目标落实在经世济民上，正如孔子所言“修己以安

人”“修己以安百姓”。 也就是说，“人” “百姓”是
士人追求的最高与最终的价值指向，这便是儒家民

本思想的具体表征。 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在《尚书》
中早已有之。 如《五子之歌》曰“民惟邦本，本固邦

宁”，《洪范》 曰 “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
《尚书》不仅强调了执政者最终的指向是民众，而且

强调了民众乃是国家的根基。 孟子继承了《尚书》
《论语》的思想，提出了“亲亲而仁民”“民为贵，社稷

次之，君为轻”等说法。 “贵”是最有价值之义，即
相对于国家与君主来说，民众是最有价值的。对于

“贵”，孟子有详细的论述。 其一，民众是国家的基

础，“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其二，国家应为百姓

提供能满足基本生活的条件，“明君制民之产，必使

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

于死亡”。 其三，君主应为百姓提供接受教育的条

件，“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 其四，国家

须实行轻税制，“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
君子用其一，缓其二。 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

子离”。 《尚书》及孔孟的这些思想对后世影响甚

大，即便秦以来，君主的权力越来越集中，以至在明

清时达到了高峰，但儒家的民本思想始终起着消解

或抵制君主专制权力的作用，以尽可能地防止君主

绝对独裁的出现。
先秦儒家所倡导的“身国共治”的价值追求，在

宋初因佛教的挑战而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范仲淹在

《四民诗》中说：“前王诏多士，咸以德为先……此道

日以疏，善恶何茫然……术者乘其隙，异端千万

惑……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 节义为空言，功名

思苟得。”面对士人担当精神的缺失，范仲淹建构

了以“道”为核心的价值观体系，“然则道者何？ 率

性之谓也。 从者何？ 由道之谓也。 臣则由乎忠，子
则由乎孝，行己由乎礼，制事由乎义，保民由乎信，待
物由乎仁，此道之端也。 子将从之乎，然后可以言

国，可以言家，可以言民，可以言物，岂不大哉”。
只有以儒家之“道”作为指导，才能建功立业。

胡瑗是范仲淹的门下贤士，对其思想并不陌

生，故也说：“夫君子之所务，上思忠于君，下思利于

民，其一谋一虑，必以天下之利存于心。”既然“必
以天下之利存于心”，那么如何落实呢？ 胡瑗除了

继承先秦儒家的观点外，也有其新论。 先从继承方

面说，其一，肯定《尚书》与孟子的思想，把民作为国

家之根本，“盖国以民为本，本既不立，则国何由而

治哉……夫民者，君所赖为本也，在《书》曰：‘民惟

邦本，本固邦宁’”。 其二，强调朝廷为百姓提供

各种基本的保障（如薄税、办学等），“宜民者，兴庠

序……薄赋敛，节用度”，“盖以仁义之道，务农重

本，轻徭薄赋，天下之人衣食充足，财用丰实而又安

其所居，使各得其所”。 在《洪范口义》中，他把贫

民与富民之道放在一起讲，“民本”的思想就更加凸

显了，一方面说“富民之道”是“民乐业而勤农桑，仰
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

死亡，富之道也”，另一方面又说民贫的原因在于

“繇役频、租敛烦，男不耕、女不织，田亩荒，机杼空，
民贫之道也”，造成“繇役频、租敛烦”之根本原因

实即为统治者不以民为本所致。 胡瑗对于“薄赋”
采用的是“什一税制”：“古之什一为万世中正常行

之法”。 其三，强调君主对百姓要有“仁心”，“‘惠
心’者，夫天下之广，生灵之众，圣人在上非可以家

抚而户养之也，盖所惠者惠于心而已”。 在孟子这

里，仁心是推行仁政的前提与基础，受孟子影响，
胡也认为君主爱民之基础是“惠心”（即“仁心”）。

在“民本”思想上，胡瑗也有突破的方面，即主

张损君而益民。 他说：“益者，损上以益下，损君以

益民，明圣人之志在于民也。 然损下益上谓之损者，
盖既损民之财，又损君之德也。 损上益下则谓之益

者，盖既益之财，而又益君之德也。”《益》（䷩）卦，
从卦上看，六二为阴，九五为阳，阳有余而阴不足，所
以可损有余而补不足，正如《彖》所说，“益，损上益

下，民说无疆”。 孔颖达主要也是从卦意本身来说

的，胡瑗则与之根本不同，直接从君民关系上说。
胡瑗的逻辑比较简单，既然“圣人之志在于民”，而
“圣人”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由君主来扮演，与此同

时，“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于是社会财富往往集中

在君主身上，那么损君而益民就成为必然。 这一思

想可以说是胡瑗的一个特色标志，而且直接对着皇

６１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７ 期



帝讲，正如陈右司曰，“胡先生在迩英，专以损上益

下，损下益上为说”。 不过，这种“损”并非让君主

劳动创造财富分给百姓，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

可持续的，所以“损上益下”的方法是，“盖居人上者

为之求贤，或为农官，或兴水利，劝其力穑，使游手之

民敦本而弃末，又为之择守令，宣行教化，兴利除害，
以益其民”。 此处仍有孟子的影子，孟子曾嘲笑子

产只知“惠”而不知“政”。 郑国国相子产，看到老百

姓不能渡河，于是用自己的车子帮助他们。 对此，孟
子认为国相只是一个人，哪能够对百姓一一进行帮

助呢（“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 所以

明智的做法是修一座桥。这个“桥”是个比喻，对
于治理国家的君主来说，最重要、最具可操作性与最

高效的就是，设计一个能帮助百姓的好“制度”。 而

这一“制度”，胡瑗认为是朝廷设农官、修水利、兴教

化等。

三、重中庸

尽管胡瑗与先秦儒家一样，把“民”作为国家的

基础与根本，并且提出了许多爱民的具体举措，但好

逸恶劳是民之情，民众又多，社会财富又有限，因此

如何把民众治理好，便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不同

的经典所提出的方法各有不同，《洪范》曰：“皇极：
皇建有其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凡厥庶

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对于“皇
极”，孔安国释曰：“皇，大。 极，中也。 凡立事当用

大中之道。”对于“大中”之义，安国未有明言，但
其有“太中有道，大立其有中，谓行九畴之义”之

语。 按此，“中”的基本意是指“皇极”本身。 因为它

位于九畴中间的位置，正如孔颖达云，“‘皇极’居中

者，总包上下，故‘皇极’传云‘大中之道’”。 不

过，即便如此，与孔安国相比，孔颖达对“大中”的解

释仍然有不一致之处，即把“中”解释为无过与无不

及，并与《中庸》的“中道”和《论语》的“执中”密切

联系了起来。 他说：“凡行不迂僻则谓之‘中’，《中
庸》所谓‘从容中道’，《论语》 ‘允执其中’，皆谓此

也。 九畴为德，皆求大中，是为善之总……九畴之义

皆求得中， 非独此畴 （按： 第五畴皇极） 求大中

也。”如此，“大中”与“中庸” （中道）就一个意思

了，不再特指“皇极”，而具有了普遍的意义。 这一

观念得到了刘禹锡、柳宗元、吕温等唐人（尤其是

柳）的继承与弘扬。 柳宗元认为当时的儒学以及个

人之所以会出现问题，就在于背离了“大中”原则。
如他说：“近世之言理道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

无焉。 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故

道不明于天下，而学者之至少也。”解决之方，必然

是以“中道”为守了，如对好友韩愈说：“是退之宜守

中道，不忘其直，无以他事自恐。 退之之恐，唯在不

直、不得中道，刑祸非所恐也。”个人之所以会出现

不幸，乃在于违背中道，因此若以“中道”作为处事

的原则，那就用不着担心了。
胡瑗继承了孔颖达与柳宗元的思想，也把“大

中”与“中庸”当作一回事。 如曰，“皇，大；极，中也。
言圣人之治天下，建立万事，当用大中之道”，“圣人

既由中道而治天下，又虑执中无权犹执一”。不仅

如此，胡还较柳进了一大步。 不仅以“大中”释《周
易》《中庸》，如释《中庸》“用其中于民”曰，“用大中

之道于民，使贤知则俯而就，愚不肖则企而及也”，
又如释《易·大有》曰，“六五以柔顺之质居至尊之

位，以大中之道行于天下，使天下之人无过无不及而

尽合于中，故天下之人皆来应之也”；而且把这个

理念彻底贯彻到经典的诠释中，如在《周易口义》
中，“大中”或“中道”一词出现达百余次，在《洪范口

义》中次数也近半百了。 与此同时，还以之作为个

人的内在价值和修养、治民的重要方法。
首先，以个人的内在价值说，胡瑗明言：“君子

之道，积于内则为中庸之德，施于外则为皇极之

化。”就“中庸”本身的含义来讲，其义有二：其一，
无过与无不及的方法；其二，最高的道德。 如《中

庸》引孔子之言曰，“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贤

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中庸其至矣乎”。然而

胡瑗所说的“中庸之德”之“中庸”是第一种含义。
因为这是据于《乾》九二爻“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所
做的发挥，而九二居中，故释曰，“以人事言之，则是

圣贤君子有中庸之德，发见于世之时也”。 既然

“中庸”之义是一种“无过与无不及”的方法，那么

“中庸之德”自然是指化方法为内在的德行。 若能

把这种德行运用于民，即为“皇极之化”。 对此精

神，高宗朝状元王十朋（１１１２—１１７１）曾以“《中庸》
有传，皇极以敷”言之，这一概括无疑是准确的。

其次，从修养方法上说，胡瑗认为“大中”或“中
道”是“治心明性”的重要方法，他说：“（《复》䷗卦）
六五，处坤之体，有敦厚之德；居上卦之中，有大中之

道……有大中之道，则所行无过与不及。 如是，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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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心明性，以复于善道……五有敦厚大中之道，以自

考察己之思虑，有不善未常不复于善也。”因为能

做到“无过与不及”，故可自行判断是否是善行，一
旦发现有不善之行，便可改正，使之归于善。 如此，
便能“治心明性”“复于善道”了。

最后，把“大中”或“中道”作为治理天下的关键

方法。 胡瑗说：“圣人之治天下，建立万事，当用大

中之道。 所谓道者何哉？ 即无偏无党， 无反无

侧……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是也……使天下贤者则

不过，愚者则跂而及之；平平然，荡荡然，而使民无倾

危之过者，皇极之义也。”胡瑗在此虽重复了孔颖

达的主张，认为《洪范》“九畴”皆是“大中之道”，也
就是“治天下”的关键方法，但比之更进了一步，他
把“中道”或“大中”的理念更加彻底地贯彻到“九
畴”之义中，几乎每一畴都言“行中道”或“由中道而

行”之语，这在《洪范口义》卷下常见，而孔颖达则无

之。 《周易口义》也把“大中之道”作为治理天下的

重要方法，如在释《革》（䷰）卦初九爻时云：“以大中

之道固结于下，使民心信确顺从于己，然后可以大有

为而行变革之事也。”变革于民的前提是必须取信

于民，而取信于民的方法则是“大中之道”。
尽管胡瑗以“无过与不及”释“大中”，然在他看

来，“大中”并非只是固定不变的“中间”“中点”，而
是“随时而中”。 胡瑗引《中庸》之语说：“君子之人

凡所动作必从其时，不失其中，故《中庸》曰‘君子而

时中’。”所谓“时中”是指因时而变，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如《洪范》九畴之六为“三德” （正直、刚克、
柔克），何时用刚、用柔或刚柔并济，需针对具体情

况加以判断，“刚过则刚，柔过则柔，三者当随时制

宜而用之也”。

四、重共治

如上所述，在胡瑗看来，圣人（现实生活中往往

是君主）禀有五常之性，故可行“大中之道”以安邦

济民，但天下之广、人民之众，仅靠一人是治理不过

来的。 因此，这便成为一个问题。 胡瑗提供的解决

方案是：君主与士人共治天下。
对于儒家来说，要落实“修己安人”就必须“得

君行道”，儒家对此有高度的自觉和自信。 孟子就

曾以木匠为喻向齐宣王陈述治国之理与“为巨室”
是一样的，必须信任大师并让其施为，若让大师放弃

所学而迁就君主，那么结果必然适得其反。这一思

想《道德经》也有，第七十四章曰：“常有司杀者杀，
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 夫代大匠斫者，希有

不伤其手矣。” 本来，圣王也有此意识的，如《论

语》曰：“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
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但从齐宣

王“姑舍女所学而从我”之语来看，他并不太相信贤

人志士，反而对自己很自信。 而且自秦建立君主专

政以来，随着君主权力的集中，君主在依靠与委任贤

人上越来越紧张，怕他们对自己形成威胁，对他们始

终高度戒备，但在客观现实上又不得不依靠他们，故
而往往能在历代史籍中见到有为之君的“与士人共

治天下”之语。 如汉宣帝云：“与朕共治天下者，其
唯良二千石乎！”曹操亦曰：“自古受命及中兴之

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隋文

帝杨坚曰，“但令内外群官，同心勠力，以此共治天

下”，等等。
到了宋代，君主与贤人共治的观念发生了质的

变化，不是说内容发生了变化，而是说皇帝与士人对

此的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两者达到了高度的共

识。 在朝廷方面，如宋太宗说，“天下至广，藉群材

共治之”。 在士人方面，如范仲淹说，“先王建官，
共理天下”。 受此双重影响，胡瑗把这一观念融入

他的经学著作中，并有所发展。 首先，“共治”思想

在《周易口义》《洪范口义》（尤其前者）中屡见。 如

曰“以天下之广，生灵之众，一贤不可独治，故必群

贤进于朝廷，则可大行其道”，“夫圣人既不能独

治，必建贤诸侯所以为王室之辅也”等。 其次，对
君臣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新的定位。 胡瑗认为大臣

是君主的依靠、国家的栋梁（“夫臣者，国家之倚毘，
君所赖以安者也”），君臣之间是一种相对平等的

关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 既

然如此，那么君主对作为自己依靠的贤人，就不再仅

仅是命令式的了，而是既厚其禄，又要充分信任。 胡

瑗说：“‘忠信重禄者’，既推忠信以待人，又副之以

重禄。”这一解释与郑玄、孔颖达根本不同，郑、孔
皆认为“忠信”者是大臣对君主的忠诚，君主对忠诚

的人才给予厚禄。胡认为这是不够的，君主还必须

以贤人为师，对其言听计从，“既有爵禄之道，又必

当推心以任之，言听计从，温颜改容，推诚屈体。 内

既其信，外又尽其礼”。 总之，在胡瑗看来，君主与

贤人共治，不只是“价值判断”，也是“事实判断”。
他一方面说，“夫为君之道，必得天下之贤而任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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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另一方面又说，“有是君，必须有是臣，然后

万务可举，天民可治，若尧得舜……文王得吕尚是

也”。 前者是理论上的应当，后者则是客观的历史

事实。

五、结语

对于胡瑗的学术地位，朱熹曾有明确的评价，
“教以安定之传，盖不出于章句诵说，校之近世高明

自得之学，其效远不相逮”，薛士龙对此深表赞同，
“要终而论，真确实语也”。实际上，若抛开成见，
很容易发现，若以周敦颐、张载、二程的学术作为标

准，胡瑗的学术与之相比，其高度、深度确实略逊一

筹，但要说“其效远不相逮”明显是太过了。 因为从

理论的影响与传承上说，上述胡瑗的这些思想不仅

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如针对佛老的挑战、李翱

的灭情说等），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理学家的

继承。 四库馆臣在《提要》中说：“其说《易》，以义理

为宗……‘意其时必从而受业焉。 世知其从事濂

溪，不知其讲《易》从本翼之也。’……今核以程《传》
良然。”虽然四库馆臣的评论是符合史实的，但还

是不够的，因为这不只是体现在解《易》上，其他方

面（如解《中庸》《论语》等）也多有继承。
具体言之，第一，在性情思想上，小程继承了胡

瑗的“性其情”的思想。 程颐在《颜子所好何学论》
中说：“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形既生

矣，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矣。 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
喜怒哀乐爱恶欲。 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 是故

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故曰性其

情……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小程此文

实是综合周子与胡瑗的思想创作而成。 “天地储

精”至“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矣”则有取

于《太极图说》之“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万事出

矣”。 而“正其心，养其性，故曰性其情……凡学之

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则源于胡瑗的“明心复性”
和“性其情”之说。不仅如此，胡瑗的人性论对程

朱也有直接性的影响。 第二，小程也吸收了胡瑗以

“大中”释“中庸”的思想。 小程说，“中者，只是不

偏……庸只是常。 犹言中者是大中也，庸者是定理

也”，“圣人大中之道，贤者必俯而就，不肖者必跂而

及”。 后句简直是对胡瑗“用大中之道于民，使贤

知俯而就，愚不肖则企而及也”之语的直接复制。
第三，小程也继承了君臣之间相对关系的思想。 胡

瑗在释《泰》（䷊）卦时言，“君以礼下于臣，臣以忠事

于君，君臣道交而相和同，则天下皆获其安泰也”，
小程释《泰》卦也说，“君推诚以任下，臣尽诚以事

君，上下之志通，朝廷之泰也”。 尽管两者在内容

上有所不同，但皆强调君主对臣子的主动及君臣之

间相对平等的关系。 二程后学对此观念做了进一步

弘扬，如吕大临说，“待之以忠信，养之以重禄，此士

所以愿立乎其朝矣”；杨时说，“遇之不以忠信，养
之不以重禄，则士不得志，有窭贫之忧，尚何劝之

有”；朱子也说，“待之诚而养之厚”。
《周易口义》是“以义理说《易》之宗”，表明胡

瑗经学解释的方法有重大的创新，即根本上扭转了

汉唐注经重训诂轻义理的方法，使之发生了根本性

的转向。 但这一新方法不仅体现在《周易口义》中，
在《中庸义》 《洪范口义》等著作中也得以展现。 然

而新的解经方法固然重要，可是其重要性，较之于新

思想来说，显然略逊一筹。 因为方法可以是共用的，
但新思想则是独创的。 从思想上说，虽然胡瑗的经

学思想不只是上述的四点，如在《洪范口义》中有

“天人感应”的思想，在《中庸义》 《周易口义》中有

无为的思想，等等，但这些思想并非皆贯穿于经学著

作中，而本文上述的四个方面则均体现在其中。 总

之，在诠释经典著作时，胡瑗在继承前辈思想的基础

上，创造了一些新思想或新命题，而这些思想不仅贯

穿在各种经注中，而且对理学家产生了直接性的影

响，换句话说，理学之繁荣，胡瑗功不可没，此正谓安

定之学“开伊洛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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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年，第 ３９、２４、２４、２９、２９—３０、３０ 页。 ⑧〔宋〕卫

湜：《礼记集说·中庸》卷一百二十七，吉林出版集团，２００５ 年，第
２６７１ 页。 下引《礼记集说》仅注卷数和页码。 ⑨〔宋〕胡瑗：《周易口

义》卷十一，《儒藏》精编三，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 ４０２ 页。 下

引《周易口义》仅注卷数和页码。 ⑩〔宋〕胡瑗：《洪范口

义》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 （影印本）第 ５４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２ 年，第 ４７０、４６７、４８１—４８２、４７２、４６９ 页。 〔宋〕朱熹：《四书章

句集注·论语·卫灵公》，中华书局，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６７ 页。 下引《四书

章句集注》仅注页码。 《四书章句集注·孟子·梁惠王

上》，第 ２０２、２１２、２１２、２０９ 页。 梁启雄：《荀子简释·性

恶》，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年，第 ３２９、３３０、３３３、３２７ 页。 《四书章句集

注·孟子·尽心下》，第 ３７７、３７９ 页。 《四书章句集注·孟子·万

章上》，第 ３０８ 页。 《四书章句集注·孟子·告子上》，第 ３３６ 页。
梁启雄：《荀子简释·正名》，第 ３２２、３２３ 页。 详参李存山：
《中国传统哲学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６６—１６９
页。 〔唐〕李翱：《李文公集》卷二《复性书中》，四部丛刊本。 
《礼记集说·中庸》卷一百二十三，第 ２５５７、２８０２ 页。 《周
易口义》卷一，第 ３４、１７、１７、１８ 页。 《周易口义》卷五，
第 １５８、１５１、１５２—１５３、１５２、１６０、１５３ 页。 《周易口义》卷三，第
９０、１０９、９５ 页。 《周易口义》卷十二，第 ４３６、４２２ 页。 《四书章

句集注·论语·宪问》，第 １６０ 页。 〔唐〕孔颖达：
《尚书正义·洪范》，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第 １７７、２９７、３０７、２９９、
３０７、３００、３０７ 页。 《尽心上》《尽心下》，《四书章句集注》，第 ３７０、
３７５ 页。 李存山：《“人本”与“民本”》，《哲学动态》 ２００５ 年第 ６
期。 《四书章句集注·孟子·离娄上》，第 ２８５—２８６ 页。 〔宋〕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二，《范仲淹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第 ２３ 页。 下引《范文正公文集》仅注卷数和页码。 《范文

正公文集》卷八《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第 １７６ 页。 〔元〕脱脱

等：《宋史》卷三百一十四《范仲淹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７ 年，第 １０２８２

页。 《礼记集说·中庸》卷一百二十八，第 ２７０２ 页。 
《周易口义》卷七，第 ２３２、２４１、２３６、２３７、２４６ 页。 〔唐〕孔颖达：《周
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第 １７６ 页。 《四书章句集注·
孟子·离娄下》，第 ２９４—２９５ 页。 〔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卷三

十一《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中华书局，１９７９ 年，第 ８２２ 页。 
〔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卷三十一《与韩愈论史官书》，中华书局，
１９７９ 年，第 ８０９ 页。 〔宋〕胡瑗：《洪范口义》卷上，文渊阁《四
库全书》（影印本）第 ５４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 年，第 ４５５—４５６、
４５５、４６５ 页。 《礼记集说·中庸》卷一百二十五，第 ２６１４ 页。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第 １９ 页。 〔宋〕王十朋：《王
十朋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９９１ 页。 《周易口义》卷
八，第 ２７４ 页。 《四书章句集注·孟子·梁惠王下》，第 ２２２ 页。 
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校释》，中华书局，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８３ 页。 《四书

章句集注·论语·颜渊》，第 １４０ 页。 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

订：《册府元龟》卷四百七十五，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 ５３８０ 页。 
〔西晋〕陈寿：《三国志·魏志》卷一，中华书局，１９６１ 年，第 ３２ 页。
〔唐〕魏征等：《隋书》卷二，中华书局，１９７３ 年，第 ５３ 页。 〔宋〕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三，中华书局，１９９５ 年，第 ７３５ 页。
〔宋〕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九《奏上时务书》，第 ２０２ 页。 
《周易口义》卷六，第 ２０１ 页。 《礼记集说·中庸》卷一百三十

一，第 ２７６４、２７６４、２７５５ 页。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中庸》，上
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４４３—１４４４ 页。 张培高、吴祖刚的《郑

玄、孔颖达与朱熹对〈中庸〉 诠释的异同》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有较详细的论述，可参看。 〔清〕永瑢等：《钦定四

库全书总目》 （上），中华书局，１９９７ 年，第 １０ 页。 〔宋〕程颢、程
颐：《二程集》，中华书局，２００４ 年，第 ５７７ 页。 下引《二程集》仅注页

码。 李存山：《气论对中国哲学的意义》，《哲学研究》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 另张培高的《论胡瑗对〈中庸〉的诠释》 （《中国哲学史》２０１５ 年

第 ２ 期）也有论述，可参看。 《程氏遗书》卷十五、十八，《二程集》，
中华书局，２００４ 年，第 １６０、２１１ 页。 《程氏易传》卷一，《二程集》，
第 ７５３ 页。 〔宋〕吕大临：《礼记解·中庸》，陈俊民：《蓝田吕氏遗

著辑校》，中华书局，１９９３ 年，第 ２９３ 页。 《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

句》，第 ３１ 页。

责任编辑：涵　 含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ｉｎ Ｈｕ Ｙｕａｎ′ｓ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Ｚｈａｎｇ Ｐｅｉｇａｏ　 　 　 Ｚｈａｎｇ Ａｉｐ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Ｈｕ Ｙｕａｎ ｗａ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 ｆａｍｏｕｓ ｅｄｕｃａｔｏｒ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 ｅｘｐｅｒｔ ｏｎ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 ｃａｒｅｆｕ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
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ｕ Ｙｕａｎ′ｓ ｗｏｒｋｓ ｃａｎ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ｈｉ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ｂｅ ｅｎｃａｐｓ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ｆｏｕｒ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Ｚｈｏｎｇ Ｙ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ｗｅｒｅ ｉ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ｏｓｅ ｆｒｏｍ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ａｏ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Ｌｉ Ａｏ．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ｔｏ
ｓｏｍ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 ｂｙ Ｓｏｎｇ ａｎｄ Ｍｉｎｇ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Ｚｈｏｎｇ Ｙｏ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０２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７ 期


